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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中国脱钩发展的现状出发，通过 Kaya 恒等式对 Tapio 脱钩弹性系数进行因果链分解，并

从中析出制约脱钩发展的内外部因素。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结果显示: ( 1) 人口增长与污染排放

脱钩以及经济增长与工业增长脱钩正向影响了总脱钩，但工业增长与人口增长脱钩对总脱钩产生显

著负向影响; ( 2) 经济集聚具有范围经济与正的环境外部性作用，有助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

但人口集聚引致递增的消费与生产活动，使得经济与环境负荷同时增加，阻滞了脱钩发展; ( 3) 环境

规制通过优化产业结构进而助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 而以刺激经济增长为首要目的的措施，

难以兼顾资源环境效益，不利于脱钩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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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与文献梳理

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一枝独秀”，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环境污染问题却层

出不穷，不仅严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而且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统计，2004—2012 年间中国

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占 GDP 的比例最高达到 3． 05%［1］。若将经济增长视为好的产出，那么污染排

放则是坏的产出。如何确保资源环境投入只生产好的产出，或者在不能完全生产好产出的情况下寻

求坏产出的最小化，成为建设“美丽中国”的一项紧迫任务。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减少污染排放，其

本质是追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以达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因此，任何规制政策

的实施或产业结构的调整都必须满足以下两个目标: 一是减少环境污染，二是维持经济增长。单纯减

少环境污染但抑制经济增长的措施，或者只顾经济增长而对环境污染问题视而不见的措施都是不合理

的。能将上述两个目标充分结合起来考察的正是“脱钩理论”。与 EKC 假说仅描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

染之间的非线性曲线关系不同［2］，脱钩理论能够识别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是否同步变化，以及这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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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所引起的不同的动态位置，脱钩理论也因此成为研究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及可持续性的工具［3］。
关于什么是脱钩，代表性的理论研究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ECD) 脱钩指数理论和 Tapio 脱

钩弹性系数理论。OECD［4］最早对脱钩进行了定义，即经济增长与环境压力之间是否同步变化的关

系，其数值由基期的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之比除以末期的环境压力与经济增长之比而得。由于经济

合作与发展组织脱钩指数深受基期选择的影响而趋于不稳，因此，其所测算的脱钩状态存有一定的

局限。Vehmas et al．［5］对此进行了改良，他们将经济增长率与环境压力变化率之比与 0 进行对比，大

于 0 为脱钩，小于 0 则为复钩。Tapio［6］更进一步地将脱钩以弹性系数的形式呈现出来，并依据不同

的经济增长率、污染排放变化率以及脱钩弹性系数大小，将脱钩状态划分为 8 类( 下文将详细介绍) ，

每类脱钩状态不会随着基期选择的变化而发生改变。正因为 Tapio 脱钩弹性系数避免了基期选择的

不稳定性而得到广泛应用，代表性的研究有: Gray et al．［7］考察了苏格兰地区由于交通运输引起的

CO2 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认为二者的绝对脱钩才是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出路; 杨浩哲［8］对 1996—
2009 年中国流通行业及其细分行业的碳排放进行脱钩分析，结果显示上述行业的脱钩状态并非固定

不变，而是呈现出“脱钩→负脱钩→脱钩”的动态变化趋势; 夏勇和钟茂初［9］构建并推导了脱钩弹性

系数模型与 EKC 模型的联立方程组结果，并由此得到了脱钩理论与 EKC 假说之间的内在关联，表现

为相对脱钩与绝对脱钩的临界点对应于 EKC 的拐点。徐斌等［10］指出，有效的环境政策以及大额的

环境投入能有效遏制环境恶化，最终有助于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排放之间的脱钩。
归纳发现，现有脱钩理论研究主要对经济与资源环境的脱钩状态进行了较为详实的定量分析，

既有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脱钩的现状描述，也有关于脱钩状态的趋势预测，但对于脱钩的影响因

素研究则鲜有涉及。目前仅有的脱钩影响因素研究也只是从外生的角度出发考察环境规制对脱钩

的影响［11］，并没有深入探讨影响脱钩状态的内部成因。尽管李斌和曹万林［12］将脱钩指标以规模脱

钩、结构脱钩与技术脱钩表征，却因果颠倒地认为脱钩影响了环境治理行为。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

些统计性描述对脱钩概念进行初步的了解，却仍然无法确定导致这些不同脱钩状态的内部机理与外

在原因是什么。换言之，现有研究仅仅定量分析了某两个相连事物的脱钩状态，而鲜有研究讨论是

什么因素导致了当前的脱钩状态。因此，对脱钩指标进行因果链分解，并从中析出制约脱钩状态的

内部与外部成因，或将成为补充与拓展现有脱钩理论的潜在内容之一。
基于此，本研究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现有研究进行拓展: 第一，通过 Kaya 恒等式对 Tapio 脱钩弹

性系数进行因果链分解，确定影响脱钩的四个因果链环节分别为: 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工业增

加值和污染排放，并由此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分解为经济增长与工业增长脱钩、工业增长与

人口增长脱钩以及人口增长与污染排放脱钩; 第二，认为经济集聚充分涵盖了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增

加值和污染排放这三个脱钩因果链环节，不仅正向提升了工业企业生产率与范围经济，而且对生态

环境有正的外部性; 同时，人口集聚主要反映了人口数量这一脱钩因果链环节，并且由人口集聚所引

致的更多消费与生产行为，促使经济与环境污染的增速同时提高。基于此，本研究最终确定影响脱钩

状态的内部因素为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 第三，不同于以往将环境规制视为企业的环境成本的视角，本

研究将环境规制作为企业转变生产方式的外部激励，认为递增的环境规制强度倒逼产业结构调整进而

助推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即影响脱钩状态的外部因素之一是环境规制; 同时，我们将中国经济

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研究融入全球经济环境背景之中，考察中国脱钩发展的现状、特征与发展趋势，并

从中析出制约脱钩发展的第二个外部因素是政府部门为应对不利经济形势所采取的刺激措施。
二、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及其分解脱钩的理论分析

( 一) 脱钩理论

参考 Tapio et al．［13］构建脱钩指标的方法，本研究将脱钩弹性系数设置为污染排放增长率与经

济增长率之比，其表达式为:

—101—

INDUSTＲIAL ECONOMICS ＲESEAＲCH



e = ΔE /E
ΔY /Y

( 1)

图 1 脱钩的分类及其判定标准

式中，e 为脱钩弹性系数; E 表示

污染排放量; ΔE 为相邻两期污染排放

量之差; Y 表示地区生产总值; ΔY 为相

邻两期地区生产总值之差。当一国或

地区的经济增长所排放的污染逐渐减

少，且脱钩弹性系数处于 0 到 0． 8 之间

时，便实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

相对脱钩; 当经济增长带来的污染排

放显著下降，且脱钩弹性系数小于 0
时，则形成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

绝对脱钩。脱钩的8 种分类及其判定标

准如图 1 所示。
( 二) 脱钩的因果链分解

探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

内部成因，需要厘清脱钩弹性系数的因果链分解环节。考虑到环境污染主要由企业生产行为以及居

民消费行为造成，本研究将工业增加值和人口数量加入脱钩弹性系数表达式，由此就把经济增长与

环境污染脱钩分解为人口增长与污染排放脱钩、工业增长与人口增长脱钩以及经济增长与工业增长

脱钩三个方面。参考 Kaya 恒等式的因素分解方法［14］，我们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进行因果链

分解，如下式所示:

e = ΔE /E
ΔY /Y

= ΔE /E
ΔP /P

× ΔP /P
ΔG /G

× ΔG /G
ΔY /Y

= eE × eP × eG ( 2)

由式( 2) 可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因果链分解后的四个环节分别为污染排放量( E) 、人口

数量( P) 、工业增加值( G) 和经济发展水平( Y) 。此处，ΔP 代表相邻两期地区总人口之差; ΔG 为相邻

两期工业增加值之差; 其他变量的经济学含义与式( 1) 一致。为简化起见，我们视经济增长与污染排

放脱钩( e) 为总脱钩，相应地，eE、eP 和 eG 为分解脱钩，具体含义如下:

1． 人口增长与污染排放脱钩( eE )

人口数量的增加会直接导致生活垃圾排放的增长［15］，同时，人口过度向某一地区集聚，亦会增

加该地区的环境负荷［16］。尽管人口集聚不会直接产生工业污染，但正是因为人口集聚或人口数量

的增加使得消费需求迅速增长，更高的消费需求又会引致企业更多的生产行为，最终产生了更多的

工业污染。综合来看，人口因素成为影响污染排放的不可忽视的成因之一，并且由人口集聚造成递

增的人口数量能够通过增加环境污染而不利于脱钩发展。因此，我们将人口数量加入经济增长与环

境污染脱钩的因果链分解式中，便于清晰地考察人口因素影响环境污染进而对脱钩产生作用的大小

和方向。在式( 2) 中用 eE 表示人口增长与污染排放的脱钩弹性系数，数值越小，表明人口增长与污

染排放越容易脱钩，反之则越不易脱钩。
2． 工业增长与人口增长脱钩( eP )

一般而言，工业企业的规模越大、集聚水平越高，其所吸收的劳动力也越多，因此，从工业促进劳

动力就业的重要作用来看，二者之间具有比较密切的关联，此时，工业与人口不易于脱钩。但我们也

应当看到，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以往那种单纯以就业带动人口集聚的情形正在发生改变，更高福利

水平与更优环境质量越来越成为人们“用脚投票”的影响因素。与以往相比，工业对于人口集聚(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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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集聚) 的吸引力在降低，工业增长与人口增长脱钩的可能性在提高。在式( 2) 中，我们以 eP 表

示工业增长与人口增长的脱钩弹性系数，同理，数值越小意味着二者越容易脱钩，反之则不易脱钩。
3． 经济增长与工业增长脱钩( eG )

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产业结构的变动会对经济增长产生及时性或滞后性的影响［17-18］，以 Pened-
er［19］为代表的“结构红利假说”甚至认为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在于产业结构的变动。上述观点或

多或少地得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经验的证实。以中国的数据为例，1997—2014 年，中

国的年均经济增速高达 9． 45%，与此同时，三大产业的占比分别由起初的 18． 29%、47． 54% 和

34. 17%变动至当前的 9． 17%、42． 72% 和 48． 11%，其中，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则由 1997 年的

41． 3%下降至 2014 年的 35． 9%。这些数据意味着中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产业结构呈现出

一产与二产比重逐渐降低、三产比重稳步上升的发展趋势，特别是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显著地趋

于下降，表明经济增长与工业增长有脱钩趋势。将 eG 加入式( 2) ，用以表示经济增长与工业增长的脱钩

弹性系数。与 eE 和 eP 类似，eG 数值越小表示经济增长与工业增长越易于脱钩，反之则越不易于脱钩。
三、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及其分解脱钩的现状分析

基于上述因果链分解，本文以工业 SO2 排放数据为例，测算了 1994—2013 年中国经济增长与工

业 SO2 排放脱钩状态及其分解后的脱钩状态( 见表 1) 。
( 一) 经济增长与工业 SO2 排放的总体脱钩现状

总体来看，中国经济增长与工业 SO2 排放脱钩( e) 呈现出两阶段的波动下降趋势。其中，1994—

2007 年为第一阶段，表现为经济增长与工业 SO2 排放处于“脱钩”与“挂钩”交替的状态①。具体来

看，经济增长与工业 SO2 排放脱钩在 1998—2002 年间波动幅度最大，并在 1998 年达到峰值。导致

这种状况出现的原因在于，中国为应对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而采取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的刺激措施，

直接拉动了钢铁、水泥、煤炭等重污染行业的快速发展，尽管经济增长保持了较快的速度，但同时污

染排放也迅速增加，显然，这种粗放型的发展模式不利于脱钩发展。同时，经济增长与工业 SO2 排放

脱钩在 1999 年迅速降低并呈绝对脱钩之势，表明短期内的刺激政策所发挥的效果是有局限的，当企

业在利好政策的激励下而扩大产量时，极有可能提前或超额完成既定目标，因此会削减下一年的生

产计划。当起初的刺激措施无法完全发挥效果时，政策制定者便有可能再次启动新的刺激措施以维

持经济增长，企业又会做出如前所述的反应，如此便形成了第一阶段“脱钩”与“挂钩”交替出现的局

面。自 2007 年以后，经济增长与工业 SO2 排放脱钩则进入第二个阶段，此阶段又呈现出两个特点，

一是经济增长与工业 SO2 排放较为稳定地维持在绝对脱钩状态( 2011 年为相对脱钩) ; 二是脱钩弹性系

数波动下降，但 2009 年至 2011 年逐年上升，2011 年之后又开始下降。可能的解释与此前相似，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乃至此后的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之后，政府部门为防止经济“硬着陆”而采取的刺激政策，一

方面促使企业增加基础设施投入，另一方面相对放松了对工业企业投资结构升级的要求，尽管短期内

刺激了经济增长，但资源环境效益却没有得到相应提升，最终仍然不利于经济与环境的脱钩发展。
( 二) 经济增长与工业 SO2 排放的分解脱钩现状

由表 1 可知，人口增长与工业增长的脱钩弹性系数( eP ) 波动较小，且在考察期内较为稳定地处

于相对脱钩状态( 1998 年和1999 年除外) 。仔细观察可以发现，eP 在1998 年和2009 年达到“峰值”，分

别为 1． 406 和 0． 583。分析可知，这两个“峰值”年份各自对应的正好是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和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第一年。如前所述，当经济发展面临十分不利的环境时，为缓解经济增长的压

力而采取的刺激措施，短期内会拉动工业需求进而驱使劳动力向这些工业部门集聚，最终延缓了人

口增长与工业增长脱钩。表 1 还显示，经济增长与工业增长的脱钩弹性系数( eG ) 相对比较稳定，但高

于人口增长与工业增长的脱钩弹性系数( eP ) ，且多数年份的 eG 位于 0． 8 以上。这意味着经济增长与

—301—

INDUSTＲIAL ECONOMICS ＲESEAＲCH



表 1 中国经济增长与工业 SO2 排放脱钩及其分解情况

年份
经济增长

与环境污染
脱钩

人口增长
与污染排放

脱钩

工业增长
与人口增长

脱钩

经济增长
与工业增长

脱钩

1994—1995 0． 181 1． 612 0． 106 1． 063
1995—1996 － 0． 173 － 0． 487 0． 337 1． 053
1996—1997 － 0． 007 － 0． 013 0． 525 1． 000
1997—1998 2． 460 3． 090 1． 406 0． 566
1998—1999 － 1． 335 － 1． 622 0． 989 0． 833
1999—2000 0． 999 2． 155 0． 448 1． 036
2000—2001 － 0． 290 － 0． 649 0． 541 0． 825
2001—2002 2． 365 5． 153 0． 505 0． 909
2002—2003 0． 935 2． 793 0． 272 1． 231
2003—2004 0． 252 1． 227 0． 198 1． 037
2004—2005 0． 833 3． 675 0． 192 1． 182
2005—2006 0． 091 0． 418 0． 201 1． 085
2006—2007 － 0． 204 － 1． 159 0． 189 0． 932
2007—2008 － 0． 328 － 2． 038 0． 159 1． 015
2008—2009 － 0． 538 － 1． 362 0． 583 0． 678
2009—2010 － 0． 074 － 0． 346 0． 203 1． 061
2010—2011 0． 084 0． 478 0． 178 0． 989
2011—2012 － 0． 461 － 1． 485 0． 455 0． 683
2012—2013 － 0． 366 － 1． 284 0． 439 0． 650

工业增长之间尚未脱钩，即经济增长与工业

的发展息息相关，这也印证了工业对于促进

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观察表 1 还可

以发现，人口增 长 与 污 染 排 放 的 脱 钩 状 态

( eE ) 同经济增长与工业 SO2 排放的总脱钩状

态( e) 一致，亦表现出“脱钩”与“挂钩”交替

出现的波动趋势。由于我国经济增长率以及

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均保持在较为平稳的水

平，可以推测脱钩的波动起伏主要由污染排

放的变化引致。基于此，助推经济与环境( 或

人口与环境) 脱钩，需抓住“节能减排”这一

关键因素。
四、假设的提出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经济集聚不仅能

有效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促进地区生产总值的

增长［20］，而且具有较强的环境外部性［21-23］。
此处经济集聚是指经济活动主体( 企业) 为降低交易成本，在市场竞争的选择下以及政府规划的引导

下，逐渐向具有绝对或相对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与集中的过程。通常集聚程度高的地区更易于规范

企业的生产行为、减少监督企业排污行为的成本并对污染进行集中处理，因而具有比分散经营的地

区更加理想的治污效果。从这一层面来看，经济集聚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另一方面，经济集聚主

要通过产业专业化或多样化方式达到范围经济以及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的目标。李晓萍等［24］

的研究表明，经济集聚对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存在集聚效应和拥挤效应，前者提升了工业企业的生

产率，后者反而抑制了工业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无论哪种效应，均意味着经济集聚显著影响了工

业企业生产率，最终必然会对企业生产规模乃至工业增加值产生重要影响。由前文经济增长与工业

增长的脱钩状态( eG ) 分析可知，工业在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结合此处的分

析，我们可以认为经济集聚影响了工业企业生产率，因而在长期内也会影响地区生产总值。鉴于经

济集聚对工业企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显著性作用以及对环境污染的外部性影响，本研究认为经济集

聚指标充分涵盖了经济增长、工业增加值和环境污染这三个脱钩因果链环节，因而可以将经济集聚

视为影响脱钩状态的内部因素之一。
一个地区吸引人口集中的能力，最终会决定该地区人口数量的大小，表明人口集聚指标可以从

源头上反应人口数量的大小。由前文分析可知，人口数量是因果链分解中一个重要的脱钩环节。据

此，我们猜测人口集聚为影响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另外一个内部因素，并且有可能通过以下

两种作用路径影响脱钩发展。第一，人口集聚使得居民消费行为所产生的环境污染增加。以汽车为

例，人口集聚会使得当地购买与使用汽车的需求增加，尽管会拉动地区 GDP 的增长，但同时会产生

更多的尾气排放，并引发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第二，人口集聚通过递增的消费需求引致更多

生产行为进而产生更大的环境负荷［16］。人口集聚会引起当地居民消费需求的迅速增加，在收益最

大化的驱使下，企业会扩大生产规模以满足庞大的消费需求，在现有的生产模式与技术条件下，可以

预见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不仅会消耗比以往更多的资源，而且会产生更多的污染排放。上述两个作

用路径表明，人口集聚引致的消费行为和生产行为尽管有可能为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正向影响，却

增加了生态环境负荷，因此人口集聚不利于当地的脱钩发展。基于此，本研究使用人口集聚指标表

征脱钩的人口因果链分解环节，并作为影响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第二个内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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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分析时指出，“节能减排”是保证地区脱钩发展的关键环节。一般而言，企业追求利润最大

化而不会主动将“节能减排”或“绿色发展”设置为发展目标，只有当政府实施严格的环境规制政策

时，企业才会通过减少污染产品的投资、扩大绿色产品的生产等方式以规避额外的环境成本［25］。就

中国的情况而言，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比

如，何为等［26］提出并证实了“环境政策有效性”假说; 夏勇和钟茂初［27］更进一步指出环境规制能倒

逼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减少污染排放; 此外，张志强［28］认为环境规制有助于城市层面的制造业污染物

排放总量的下降。总之，若环境规制促使更多的企业转变生产方式并进行绿色生产，那么污染排放

的总量便会得到控制，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情况下，环境规制便促进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

钩发展。按此分析思路，环境规制成为了影响脱钩状态的外部因素之一。
上文关于脱钩的现状分析中提到，中国经济增长与工业 SO2 排放的总脱钩( e) 以及人口增长与

污染排放的脱钩状态( eE ) 在考察期内呈现出“脱钩”与“挂钩”交替的状态，并且二者均在1998 年和

2009 年达到“峰值”。而且出现“峰值”的时间点分别对应于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与2008 年金融危机

爆发之后的第一年。我们在前文的分析指出，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当面临不利的外部经济

形势的冲击时，政府所采取的诸如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加大基础设施投入等刺激措施，延缓了淘汰落

后产能、减少过剩产能以及调整产业结构的步伐，尽管短期内对降低经济波动具有一定的效果( 一些

学者甚至认为在中国政治晋升制度的作用下，地方政府的财政干预对经济总体的影响为负［29］) ，但

产业结构调整的滞后会加剧原有环境问题的爆发，并有可能引发新的环境问题。因此，从长期来看，

政府部门为缓解不利经济形势所采取的刺激措施构成了制约脱钩发展的外部冲击。

图 2 脱钩影响因素及其作用路径

综上，影响脱钩的内部因素可以归纳

为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而外部因素为环

境规制和刺激措施，各因素对脱钩发展的

作用路径见图 2。基于因果链分解以及

内外部影响因素的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

假设:

假设一: 经济集聚能够促进经济增长

并带来正的环境外部性，是助推经济增长

与环境污染脱钩的内部成因之一。与此

同时，人口集聚带来消费的迅速增加，并

引致更多的生产行为，进而导致当地环境

负荷的增加，成为制约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第二个内部因素。
假设二: 环境规制作为倒逼产业结构调整的外部激励，助推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是促进

脱钩发展的外部因素之一。而当面临不利的外部经济形势的冲击时，政府所采取的刺激措施延缓了

产业结构升级，以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趋于挂钩，刺激措施亦成为制约脱钩发展的另一个外部

因素。
五、计量检验之一: 分解脱钩对总脱钩的影响

( 一) 计量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为考察分解脱钩对总脱钩的影响，本研究以 1997—2013 年中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 西藏及港澳

台除外，下同) 的工业 SO2 排放数据为例，实证检验分解脱钩与总脱钩的内在关联。计量模型设置为

如下形式:

eit = α0 + α1eE it + α2eP it + α3eG it + α Xit + εit ( 3)

式中，i 表示地区; t 表示年份; α0 为截距项; ε 为白噪声; 各变量的经济学含义及数据来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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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被解释变量 我们设置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 即总脱钩) ，在式( 3) 中用 e
表示，其数值根据式( 1) 计算而得。考虑到现阶段我国环境污染状况以及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以工

业 SO2 排放作为环境污染的典型代表，将被解释变量的考察范围缩小至经济增长与工业 SO2 排放脱

钩，并依据实际经济增长率与工业 SO2 排放增长率之比测算得出了 1997—2013 年中国 30 个省市自

治区的脱钩弹性系数值。为剔除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以保持计量模型的稳健，本研究以 1997 年为

基期，根据 GDP 指数计算出历年的实际 GDP 水平，在此基础上测算得到历年的实际脱钩弹性系数

值。其中，地区 GDP 与 GDP 指数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的统计数据整理得到; 工业 SO2 排放数据

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相应各期。
2． 解释变量 根据前文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因果链分解，我们将计量模型中的解释

变量设置为人口增长与污染排放脱钩( eE ) 、工业增长与人口增长脱钩( eP ) 和经济增长与工业增长脱

钩( eG ) 。上述三个分解脱钩涉及到四个脱钩的分解环节，分别为地区生产总值、工业增加值、人口数

量和工业 SO2 排放。其中，地区生产总值与工业增加值的数据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的统计数据

整理得到; 人口数量和工业 SO2 排放数据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相应各期。
3． 控制变量 X 为控制变量的集合，主要用于尽可能削减或消除遗漏变量所导致的估计误差。

前文分析指出环境规制有助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因此，本研究将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

总额( lnregu) 表示的环境规制加入控制变量的集合中。同时，考虑到地区的技术创新能力与对外开

放水平会不同程度地引起经济增长和环境质量的变化，本研究将这两者作为控制变量加入计量模

型，并分别使用专利授权量( lntec) 和实际利用外资额( lnfdi) 表征。上述三个控制变量均采用对数形

式，意在减少或消除异方差问题并使计量模型更加平稳，且三者的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区域经济统计

年鉴》相应各期。基于此，控制变量的集合可以表示为如下形式:

Xit = { lnreguit，lntecit，lnfdiit} ( 4)

表 2 分解脱钩影响总脱钩的实证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eE
0． 001 7＊＊＊
( 0． 000 3)

0． 001 5＊＊＊
( 0． 000 3)

0． 000 9＊＊＊
( 0． 000 1)

0． 001 2＊＊＊
( 0． 000 1)

0． 000 3＊＊
( 0． 000 2)

0． 001 2＊＊＊
( 0． 000 1)

eP
0． 130 9

( 0． 246 4)
0． 208 5

( 0． 257 8)
－ 1． 038 2＊＊＊
( 0． 049 1)

－ 0． 941 2＊＊＊
( 0． 045 9)

－ 0． 831 8＊＊＊
( 0． 162 4)

－ 0． 933 9＊＊＊
( 0． 044 4)

eG
0． 587 4＊＊＊
( 0． 106 9)

0． 465 3＊＊＊
( 0． 111 8)

0． 568 9＊＊＊
( 0． 023 7)

0． 613 5＊＊＊
( 0． 020 4)

0． 506 5＊＊＊
( 0． 014 5)

0． 561 5＊＊＊
( 0． 020 8)

lnregu — － 0． 289 0*

( 0． 149 0)
— — － 0． 310 4＊＊＊

( 0． 024 9)
－ 0． 136 9＊＊＊
( 0． 038 7)

lntec — － 0． 760 9＊＊＊
( 0． 267 8)

— — － 0． 793 2＊＊＊
( 0． 155 9)

－ 0． 1447*

( 0． 080 0)

lnfdi — 0． 483 3*

( 0． 272 9)
— — 0． 240 7*

( 0． 142 9)
－ 0． 002 3

( 0． 084 0)

L． e — — － 0． 108 2＊＊＊
( 0． 002 9)

－ 0． 095 6＊＊＊
( 0． 002 2)

－ 0． 171 8＊＊＊
( 0． 009 6)

－ 0． 124 7＊＊＊
( 0． 007 1)

Constant － 0． 565 8＊＊＊
( 0． 144 7)

0． 939 6
( 2． 366 9)

－ 0． 453 3＊＊＊
( 0． 031 6)

－ 0． 505 9＊＊＊
( 0． 023 5)

5． 556 9＊＊＊
( 1． 881 6)

2． 266 8＊＊
( 1． 091 9)

N 450 450 381 414 381 414
Ｒ2 0． 125 3 0． 167 3 — — — —

Hausman_P 0． 708 2 0． 041 2 — — — —
AＲ( 1) _P — — 0． 033 9 0． 039 0． 037 0 0． 040
AＲ( 2) _P — — 0． 838 3 0． 861 0． 442 2 0． 615
Sargan_P — — 1． 000 0 0． 000 1． 000 0 0． 000
Hansen_P — — — 1． 000 — 1． 000

注: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差; * 、＊＊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
平; 回归结果由 stata13． 1 软件测算得出。

( 二) 实证结果分析

表 2 报告了分解脱钩

影响总脱钩的估计结果。
其中，模型 1 报告了不加

控制变量时的 ＲE 估计结

果，模型 2 为加入控制变

量以后的 FE 估计结果。观
察模型 1 和模型 2 可以发

现，人口增长与污染排放

脱钩( eE ) 以及经济增长与

工业增长脱钩( eG ) 的系数

均显著为正，表明 eE 和 eG
对于总脱钩( e) 具有显著

为正的影响。但是，模型 1
和模型 2 中工业增长与人

口增长脱钩( eP ) 的系数均

不显著，意味着随机效应

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均不

能完全揭示分解脱钩对总

脱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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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钩状态存在很强的惯性( 或滞后) 特征: 上期的脱钩状态会深刻影响当期的脱钩状态，但当期

的脱钩状态不能影响上期。Arellano and Bover［30］指出被解释变量的这种滞后性使得模型存在内生

性问题。为此，我们有必要从动态面板的角度出发，分析脱钩的这种惯性特征。参考 Arellano and
Bover［30］的做法，本研究将水平值的滞后项作为差分变量的工具变量，采用一阶差分 GMM 方法估计

分解脱钩对总脱钩的影响，在此基础上，令差分变量的滞后一阶为水平值的工具变量，使用系统

GMM 对一阶差分 GMM 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模型 3 和模型 4 分别为仅考虑三个分解脱钩

影响的一阶差分 GMM 估计结果和系统 GMM 估计结果，模型 5 和模型 6 则为加入控制变量以后的一

阶差分 GMM 估计结果和系统 GMM 估计结果。根据 AＲ 检验可知，模型 3 至模型 6 仅存在一阶自相

关但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关系; 同时，Sargan 检验和 Hansen 检验结果表明，上述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

工具变量问题; 据此，我们认为模型 3 至模型 6 的回归结果是合理的。
观察模型 3 至模型 6 中的回归结果可知，人口增长与污染排放脱钩( eE ) 以及经济增长与工业增

长脱钩( eG ) 正向影响了总脱钩( e) ，这与模型1 和模型2 的回归结果一致，其中，eE 对总脱钩( e) 的影

响处在 0． 000 3% ～ 0． 001 2% 之间，而 eG 对总脱钩( e) 的影响较大，位于 0． 506 5% ～ 0． 613 5% 之

间。与此相反，工业增长与人口增长脱钩( eP ) 却对总脱钩( e) 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

的绝对值最高达到1． 038 2%，最低也有0． 831 8%。综上，在 eP 对总脱钩( e) 有负向作用，同时 eE 和 eG
正向影响总脱钩( e) 的条件下，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应该努力提高工业吸引人口和劳动力

集聚的水平; 但是要适当降低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实现产业结构的合理升级; 同时要减少当地

人口( 居民或消费者) 的污染排放水平，降低生态环境负荷。
从控制变量来看，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表征的环境规制指标在模型 2、模型 5 和模型 6 中均

拥有显著为负的回归参数，即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脱钩弹性系数越小，又因为越小的脱钩弹性系数表

示越高的脱钩程度，因此，适度递增的环境规制强度促进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 同时，以专利

授权量衡量的技术创新能力指标亦呈现出显著为负的影响，意味着技术创新能力同样促进了脱钩发

展; 与此相反，以实际利用外资额表征的对外开放水平指标在模型 2 和模型 5 中显著为正，表明对外

开放水平有可能抑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也间接证明了“污染天堂”假说的成立。
六、计量检验之二: 内外部因素对脱钩的影响

( 一) 计量模型设计与变量选取

为验证经济集聚、人口集聚、环境规制以及刺激措施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影响大小和

方向，本研究设置如下计量模型:

eit = α0 + α1 lndyit + α2 lnpersonit + α3 lnreguit + α4 stimuit + α Xit + εit ( 5)

式中，被解释变量与前文一致，仍然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弹性系数( e) 。根据前文对脱钩

内外部因素的分析，本研究将解释变量设置为经济集聚、人口集聚、环境规制和刺激措施。其中，经济

集聚指标表征为地均 GDP，即每单位土地所创造的 GDP 水平，用 lndy 表示; 人口密度代表了人口集

聚指标，用 lnperson表示; 环境规制指标由工业污染治理投资总额表征，用 lnregu表示。式( 5) 中 stimu
表示刺激措施变量，上文指出，当经济发展面临不利的外部环境时，政策制定者往往通过增加基础设

施投入或固定资产投资等手段来刺激经济增长，而这些刺激措施会影响经济与环境脱钩的走势。基

于此，本研究使用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作为刺激措施的代表性指标，用 capital 表示; 同时，在计量模

型中加入经济危机这一虚拟变量，并将经济危机爆发的当年及下一年设置为 1，其他年份设为 0，用

crisis 表示。加入经济危机这一虚拟变量，一方面是考虑到政府为应对不利的经济形势而采取的刺激

措施除固定资产投资以外，还有其它诸如增加铁路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加大保障性住房投资等多种

形式; 另一方面也是针对刺激措施影响脱钩状态的估计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式( 5) 中X表示控制变

量的集合，除保留专利授权量( lntec) 和实际利用外资额( lnfdi) 两个指标外，本研究在控制变量的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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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中加入人均GDP的一次项及其二次项，用于检验人均收入水平与脱钩状态之间是否存在非线性关

联，如下式所示:

Xit = { lnpgdpit，lnpgdp
2
it，lntecit，lnfdiit} ( 6)

上述各变量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相应各期，以及根

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的统计数据整理所得。
( 二) 实证结果分析

表 3 中模型 7 显示了固定效应估计结果②。可以发现，衡量经济集聚的地均 GDP 指标的回归参

数显著为负，表明作为内部因素的经济集聚有助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发展。观察可知，以

地均 GDP 表征的经济集聚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那么脱钩弹性系数在理论上会下降 0． 375%。前

文已经就这种负向作用的原因进行了阐述，并已得到李晓萍等［24］的验证: 即经济集聚一方面可以通

过提高工业企业的生产效率，进而提升当地实现范围经济与经济持续增长的优势; 另一方面在正的

环境外部性作用下，有助于集聚区内资源利用率的提高与污染排放增长率的下降，最终降低了当地

的环境负荷。两种效果相结合，可以发现经济集聚既达到了经济增长的目标，也符合节能减排的硬

约束，对应到式( 1) 可以发现，经济集聚使得脱钩的分母( 经济增长率) 趋于增加、分子( 污染排放增

长率) 趋于下降，总体上表现为脱钩弹性系数的减小。又因为越小的脱钩弹性系数所表征的经济增

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程度越高，因此，我们便不难理解经济集聚在实证结果中表现出助推经济增长与

环境污染脱钩的作用了。
与此相反，衡量人口集聚的人口密度指标的系数符号为正，并在 5% 的水平下显著，这意味着人

口密度越高的地区，其脱钩弹性系数也越高，并且人口密度每增加 1%，在理论上有可能促使脱钩弹

性系数提高 0． 519%。如前所述，人口不断向某一地区集中会伴随着消费需求的迅速增加，消费本身

会产生污染排放，并且更多的消费需求会引致更多的生产行为。尽管递增的消费与生产活动会增加

GDP，但企业生产活动又会产生更为严重的环境污染，最终的局面是经济与污染排放的增速同时提

高。结合模型 7 中显著为负的地均 GDP 指标和显著为正的人口密度指标可知，经济集聚助推经济

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而人口集聚制约了脱钩发展。至此，假设一得到验证。
再来看影响脱钩的外部因素。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与脱钩弹性系数的关系为负，并且工业污染治

理投资每提高 1%，脱钩弹性系数有可能下降 0． 525%。这意味着环境规制强度越高，脱钩弹性系数

越小，因此，作为外部因素的环境规制助推了脱钩发展。以“波特假说”为代表的典型观点认为合理

的环境规制强度有助于企业生产效率提高与技术进步，因而能够促进经济增长［31］; 同时，Low［32］、
Levinson［33］等的研究均表明可以通过环境规制达到节能减排的目标。既然环境规制满足了促进经

济增长与降低污染排放的要求，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假设二的猜测是合理的。此外，观察模型 7 可知，

影响脱钩状态的另一个外部因素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回归系数不显著。需指出，这一结果并不

意味着刺激措施无法影响脱钩状态，而仅表明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得不到刺激措施制约脱钩发展的证

据。为改善上述不足，我们采用此前的一阶差分 GMM 方法估计脱钩的内外部因素的影响。回归结

果见模型 8 和模型 9。
观察模型 8 可以发现，地均 GDP 变量和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变量的回归参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经

济集聚与环境规制同时起到了助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作用，并且经济集聚指标对脱钩状态

的影响要稍大于环境规制指标。与此相反，人口密度变量的回归参数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意味

着人口集聚的程度越高，脱钩弹性系数也越大，因此，人口集聚阻滞了脱钩发展。需要说明的是，采

用一阶差分 GMM 方法之后，表征刺激措施的固定资产投资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改善了固定效

应模型中不显著的回归结果，表明刺激措施可以显著制约脱钩发展，假设二得到验证。对比影响脱

钩状态的四个影响因素的回归参数大小可知，人口集聚对脱钩状态的影响最大，高达 1． 525% ; 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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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经济集聚，影响程度达到 － 0． 831% ; 再次为环境规制，对脱钩的影响为 － 0． 327% ; 最小的影响因

素为刺激措施，仅有 0． 015%。综上，模型 8 的回归结果与模型 7 的回归结果相同，再次表明经济集

聚与环境规制均明显助推了脱钩发展，但人口集聚和刺激措施却阻滞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

同时也验证了假设一和假设二的合理性。
模型 9 使用经济危机这一虚拟变量替代固定资产投资变量，一是绕过固定资产投资这一刺激政

策，直接考察经济危机能否对脱钩状态构成某种程度的外部冲击; 二是考虑到固定资产投资只是应

对经济危机的刺激手段之一，为避免单纯考察固定资产投资带来的估计偏差，因而使用加入经济危

机这一虚拟变量的模型 9 对模型 8 进行稳健性检验。对比可知，经济危机变量与固定资产投资变量

的系数符号一致，在 1%的水平显著为正，且高达 0． 939%。这表明不利的经济形势确实对脱钩状态

产生了外部冲击，且这种冲击往往无助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此外，模型 9 中其他变量的系

数符号与模型 8 完全一致，表明包括经济集聚、人口集聚与环境规制在内的各影响因素与脱钩状态

的关系是可以确定的，这些关系表现为: 经济集聚与环境规制有助于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而人

口集聚以及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采取的刺激措施却阻碍了脱钩发展。结合模型 7 至模型 9 的回归结

果可知，两个假设中关于影响脱钩的内外部因素的分析均得到验证。
此外，从控制变量来看，模型 8 和模型 9 中人均 GDP 的一次项系数为正、二次项系数为负，表明

经济发展水平与脱钩状态之间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 除模型 7 中专利授权量显著为负以外，专利授

权量和实际利用外资额在所有模型中均不显著，因此，尚不能明确这二者对脱钩状态的影响大小和

方向。
表 3 影响经济增长与工业 SO2 脱钩的内外部因素的实证结果

变量 模型 7 t 值 变量 模型 8 z 值 变量 模型 9 z 值

lndy － 0． 375* － 1． 76 L． eso2 －0．169＊＊＊ － 7． 48 L． eso2 － 0． 176＊＊＊ － 13． 81
lnperson 0． 519＊＊ 2． 12 lndy － 0． 831* － 1． 96 lndy － 0． 787＊＊＊ － 2． 67
lnregu － 0． 525＊＊＊ － 2． 90 lnperson 1． 525＊＊ 2． 18 lnperson 2． 051＊＊ 2． 31
capital 0． 002 0． 16 lnregu －0．327＊＊＊ － 3． 11 lnregu － 0． 328＊＊＊ － 2． 88
lnpgdp 7． 551* 1． 81 capital 0． 015＊＊ 2． 20 crisis 0． 939＊＊＊ 8． 16
lnpgdp2 － 0． 235 － 1． 07 lnpgdp 22． 47＊＊ 2． 10 lnpgdp 31． 442＊＊＊ 3． 30
lntec － 1． 003＊＊＊ － 3． 31 lnpgdp2 －0．907＊＊ － 2． 24 lnpgdp2 － 1． 361＊＊＊ － 3． 79
lnfdi 0． 443 1． 14 lntec 0． 264 0． 77 lntec － 0． 076 － 0． 19
_cons － 50． 761* － 1． 86 lnfdi 0． 204 0． 40 lnfdi 0． 015 0． 02
— — — _cons －169．8＊＊ － 2． 36 _cons － 238． 271＊＊＊ － 3． 09

N = 480 N = 410 N = 410
Ｒ － sq = 0． 132 AＲ( 1) _P = 0． 004 1 AＲ( 1) _P = 0． 004 6
F = 8． 42＊＊＊ AＲ( 2) _P = 0． 502 6 AＲ( 2) _P = 0． 448 6

Hausman_P = 0． 002 0 Sargan_P = 1． 000 0 Sargan_P = 1． 000 0
注: * 、＊＊和＊＊＊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回归结果由 stata13． 1 软

件测算得出。

经济聚聚与人口

集聚作为影响脱钩状

态的两个内部因素，可

以直接制约脱钩弹性

系数的大小，这一点能

够通过脱钩的因果链

分解以及模型 7 至模

型 9 的回归结果得到。
与此同时，表 3 的回归

结果亦表明环境规制

和刺激措施这些外生

变量也影响了脱钩状

态的发展，但没有阐明

这些外生的冲击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本研究猜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约束第二产

业( 特别是工业) 的投资结构或投资规模等方式进而促进脱钩发展的。此外，前文分析提到，经济危机

并不能直接作用于脱钩状态的大小，可能的方式是通过刺激措施( 比如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加大基础设

施投入等) 影响了工业企业的投资结构或投资规模并最终影响脱钩状态。按此分析思路，我们认为环

境规制与刺激措施均可能是通过制约产业结构进而影响脱钩发展。基于此，本研究以第二产业增加值

占 GDP 的比重( 以下简称为“二产占比”) 来表征产业结构这一中间变量，并在模型中加入工业污染治

理投资与二产占比的交互项以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二产占比的交互项，来考察环境规制和刺激措

施这两个外部冲击影响脱钩状态的作用路径。此时，计量模型可以设置为如下形式:

eit = α0 + α1 lndyit + α2 lnpersonit + α3 lnreguit × lnindit

+ α4capitalit × lnindit + α Xit + εit

( 7)

—901—

INDUSTＲIAL ECONOMICS ＲESEAＲCH



同理，使用经济危机虚拟变量与二产占比的交互项替代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二产占比的交互

项，对式( 5) 进行稳健性检验，形式如下:

eit = α0 + α1 lndyit + α2 lnpersonit + α3 lnreguit × lnindit

+ α4crisisit × lnindit + α Xit + εit

( 8)

表 4 一阶差分 GMM 估计结果

变量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L． eso2
－ 0． 156＊＊＊
( 0． 011)

－ 0． 162＊＊＊
( 0． 026)

－ 0． 163＊＊＊
( 0． 021)

－ 0． 151＊＊＊
( 0． 021)

－ 0． 164＊＊＊
( 0． 021)

lndy － 0． 728＊＊＊
( 0． 212)

－ 0． 586＊＊＊
( 0． 205)

－ 0． 702*

( 0． 403)
－ 0． 631＊＊＊
( 0． 224)

－ 0． 538＊＊
( 0． 218)

lnperson 1． 880＊＊＊
( 0． 612)

1． 349＊＊＊
( 0． 507)

1． 457＊＊
( 0． 716)

1． 633＊＊
( 0． 635)

1． 803＊＊＊
( 0． 552)

lnregu × lnind － 0． 025*

( 0． 015)
— － 0． 037＊＊

( 0． 016)
— － 0． 036 4＊＊

( 0． 016)

capital × lnind — 0． 001
( 0． 001)

0． 001*

( 0． 001)
— —

crisis × lnind — — — 0． 109＊＊＊
( 0． 009)

0． 099＊＊＊
( 0． 008)

lnpgdp 26． 77＊＊＊
( 6． 528)

16． 89＊＊＊
( 5． 482)

22． 20＊＊
( 10． 42)

26． 97＊＊＊
( 5． 904)

27． 02＊＊＊
( 4． 756)

lnpgdp2 － 1． 163＊＊＊
( 0． 254)

－ 0． 781＊＊＊
( 0． 270)

－ 0． 933＊＊
( 0． 403)

－ 1． 178＊＊＊
( 0． 247)

－ 1． 230＊＊＊
( 0． 196)

lntec 0． 266
( 0． 487)

0． 594
( 0． 472)

0． 311
( 0． 342)

－ 0． 445
( 0． 593)

0． 078 0
( 0． 538)

lnfdi 0． 086
( 0． 634)

0． 661
( 0． 446)

0． 250
( 0． 510)

－ 0． 026 8
( 0． 580)

0． 122
( 0． 542)

Constant － 210． 5＊＊＊
( 50． 96)

－ 145． 2＊＊＊
( 42． 76)

－ 170． 0＊＊
( 71． 84)

－ 199． 7＊＊＊
( 50． 49)

－ 212． 5＊＊＊
( 41． 36)

N 410 410 410 410 410
AＲ( 1) _P 0． 008 5 0． 014 2 0． 003 5 0． 002 2 0． 003 3
AＲ( 2) _P 0． 591 9 0． 618 2 0． 524 4 0． 579 0 0． 518 4
Sargan_P 1． 000 0 1． 000 0 1． 000 0 1． 000 0 1． 000 0
拐点( 元) 98 716 49 021 133 252 89 322 59 874

注: 括号内数值为标准误; * 、＊＊和＊＊＊分别表示 10%、5% 和 1% 的显
著性水平; 回归结果由 stata13． 1 软件测算得出。

在式( 7) 和式( 8) 中，lnind为

二产占比的对 数 形 式，lnregu ×
lnind 为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与二

产占比的交互项，表征环境规制

对脱钩状态的作用路径; capital
× lnind 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

与二产占比的交互项，表示刺激

措施通过变动产业结构这一作

用路 径 影 响 脱 钩 发 展; crisis ×
lnind 为经济危机虚拟变量与二

产占比的交互项，代表的是经济

危机对脱钩状态的作用路径; 其

他变量的经济学含义及数据来

源与上文一致。表 4 显示了影响

脱钩状态的一阶差分 GMM 估计

结果。
首先，分析内部因素对脱钩

的影响。具体来看，模型 10 至

模型 14 中地均 GDP 和人口密度

两个变量的回归参数符号与模

型 7 至模型 9 一致，均显示出显

著为正的地均 GDP 影响与显著

为负的人口密度影响。这再次

验证了作为内部因素的经济集聚和人口集聚对脱钩产生截然相反影响的假设，表现为前者促进了经

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而后者阻滞了脱钩发展。如前所述，这种不同影响主要由经济集聚产生正

的环境外部性，而人口集聚产生负的环境外部性所致。同时，对比模型 10 至模型 14 的回归结果还

可以发现，单独考察经济集聚指标与人口集聚指标时，二者对脱钩的绝对影响较大，在模型 10 中分

别高达 － 0． 728%和 1． 880% ; 然而加入刺激措施指标这一外部因素之后，经济集聚指标与人口集聚

指标对脱钩的绝对影响下降，在模型 12 中分别下降至 － 0． 702% 和 1． 457% ( 模型 11、模型 13 与模

型 14 与此类似，不再赘述) ，这表明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于脱钩状态，并且外部因素削弱了

内部因素对脱钩的作用大小。
其次，分析外部因素对脱钩的影响。模型 10 和模型 12 中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与二产占比交互项

的回归参数显著为负，且从理论上来看，环境规制作用于二产占比的效果每增加 1%，经济增长与环

境污染的脱钩弹性系数可以分别下降 0． 025% 和 0． 037%，表明递增的环境规制强度确实能够通过

优化产业结构进而显著降低脱钩弹性系数。模型 14 同样得到了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与二产占比交互

项显著为负的结果。由此我们验证了环境规制主要是通过影响产业结构进而助推经济增长与环境

污染脱钩的猜测。与此同时，尽管模型 11 在单独考察刺激措施对脱钩状态产生影响的作用路径时，

—011—

夏 勇，胡雅蓓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的因果链分解及内外部成因研究



回归结果并不显著，但模型 12 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二产占比交互项的回归参数显著为正，并达

到 0． 001% ; 如前所述，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被打乱，工业企业投资的环境门槛

被迫降低，最终不利于经济与环境的脱钩发展，这意味着，经济危机引致的刺激措施冲击产业结构调

整并最终阻碍脱钩发展的假设二也得到验证。同理，模型 13 和模型 14 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与二

产占比交互项的系数符号与模型 12 完全一致，这再一次验证了经济危机所引致的固定资产投资等

刺激措施，对产业结构升级构成了外生的冲击，最终不利于脱钩发展。
最后，分析控制变量对脱钩的影响。观察人均 GDP 的一次项及其二次项的系数符号可知，脱钩

与人均 GDP 之间存在倒 U 型的关联，且通过测算发现，模型 10 至模型 14 中的临界点介于 49 021 元

至 133 252 元之间。若将最低和最高的两个极值点去掉，并以综合考察了环境规制和经济危机这二

者作用路径的模型 14 为参考标准，那么我们可以做出一个粗略的判断: 脱钩弹性系数达到峰值时的

门槛位于人均 GDP 为 59 874 元处，当人均 GDP 低于 59 874 元时，脱钩弹性系数处于递增的趋势; 而

当人均 GDP 高于 59 874 元时，脱钩弹性系数便会趋于下降。对比中国 30 个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发

现，截至 2013 年，超过 59 874 元这一门槛值的省份仅有北京、江苏、辽宁、内蒙古、上海、天津和浙江。
这意味着中国省份之间的经济发展存在非均衡的特点，同时，中国当前仅有少部分省份具备“脱钩”
的经济基础，绝大多数省份欲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还有很长的绿色发展之路要走。当然，

跨过门槛值并不意味着上述 7 个地区就一定能够达到并保持绝对脱钩状态，而只是表明该地区具备

了促进“脱钩”的经济发展条件，若能充分把握这种经济发展的优势，不断进行结构升级，并辅之以适

度的环境规制政策，则存在比尚未跨过门槛值的地区更早进入“脱钩”的可能。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通过 Kaya 恒等式对 Tapio 脱钩弹性系数进行因果链分解，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划

分为人口增长与污染排放脱钩、工业增长与人口增长脱钩和经济增长与工业增长脱钩。通过对国内

外文献的梳理与理论分析，我们将影响脱钩状态的内部因素归纳为经济集聚与人口集聚，并在分析

1994—2013 年中国 30 个省份经济增长与工业 SO2 排放脱钩现状的基础上，归纳出影响脱钩状态的

外部因素为环境规制和刺激措施。为寻找上述分解脱钩与总脱钩的内在关联，同时验证内外部因素

对脱钩状态的作用大小和方向，本研究先后进行了随机效应检验、固定效应检验和一阶差分 GMM 检

验，并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分解脱钩对总脱钩的影响表现为: 人口增长与污染排放脱钩以及经济增

长与工业增长脱钩正向影响了总脱钩，与此相反，工业增长与人口增长脱钩却对总脱钩产生了显著

的负向影响; 第二，在内部因素中，经济集聚在范围经济与正的环境外部性作用下助推了经济增长与

环境污染脱钩，但人口集聚所引致的更多消费与生产活动，使得经济与环境负荷同时增加，阻滞了脱

钩发展; 第三，在外部因素中，环境规制通过倒逼产业结构调整进而助推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

钩; 然而，政府采取的刺激措施，尽管短期抑制经济波动，但会引发新的环境问题，长期内不利于脱钩

发展。
通过上述因果链分解以及影响因素分析可知，助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脱钩，实现经济效益与

环境效益的“双赢”，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一是要适当提高经济集聚水平。就省份而言，要根据不同资

源禀赋与地理区位条件，发掘与强化各省份的比较优势; 就城市而言，作为主要经济活动的空间载

体，需要提高其在吸收生产活动中的专业化集聚能力; 对于城市内部来说，可以因地制宜地规划有竞

争力的产业集聚区，比如，重点打造一批经济技术开发区和科技创新园区，引导特色产业向规划区集

中。二是要防止人口向大城市过度集中，积极引导人口逐渐向中小城市分流。这就要求中小城市努

力发展绿色经济，一方面追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虹吸劳动力向

中小城市聚集; 同时，配合更加完善的基础设施，更高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与服务水平，提升中小

城市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三是要制定适度的环境规制政策，规范企业的投资行为，激励并引导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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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向绿色低碳节能环保产品的投资方向倾斜; 同时，当遭遇不利的外部经济形势时，不能过度依赖刺

激措施，而应更多地考虑并主动规避由于实施逆经济周期政策所引致的不良影响，要在充分尊重市

场规律的前提下，紧紧围绕着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这一中心采取更为理性的措施。

注释:

①此处“脱钩”，是指经济增长率大于 0、污染排放增长率下降，同时脱钩弹性系数小于 0． 8 的状态; 当经济增长率与

污染排放增长率同时上升且脱钩弹性系数大于 0． 8 时，则为“挂钩”状态。
②根据 Hausman 检验的结果可知，应该使用固定效应而非随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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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usal chain decomposition and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causes of
decoupling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from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industrial SO2 emission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XIA Yong1，HU Yabei2

( 1． Department of Economics，Party School of Zhejiang Provincial Committee of C． P． C，Hangzhou 311121，China;

2．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and Trade，Nanji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jing 210046，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coupling development in China，this paper makes the causal chain de-

composition of Tapio decoupling elasticity coefficient by Kaya identity，and induces the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decoupling development． The result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test show that: ( 1) Both the decoupling of envi-

ronmental pollution from population growth and the decoupling of industrial growth from economic growth have positive impacts

on total decoupling，but the decoupling of population growth from industrial growth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total

decoupling． ( 2) Economic agglomeration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boosting the decoupling of economic growth from environ-

mental pollution through economies of scope and positive environmental externalities． However，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blocks the decoupling development as it leads to an increase in 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 activities，which increases the e-

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load． ( 3)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lso boosts the decoupling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optimiza-

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while the measures to stimulate economic growth as the primary objective are not conducive to the

decoupling development as it is difficult to take into account the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al benefits．

Key words: decoupling theory; economic agglomeration; population agglomeration;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stimulus

measures; causal chain decom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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